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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

叶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继续着“南南合作”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否定和
冲击。它虽然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运行，但作为一种正能量的补充，可以大大降低国际经济旧秩序对沿线
国家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则孕育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因素，并从区域经济新秩序走向国际经济
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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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
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
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
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
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１］我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愿景与规划，就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调整和变革，由区域经济新秩序走向国际经济新
秩序的战略构想。

一、“一带一路”是对不平等的
国际分工秩序的否定

　　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主要表现为发展中
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关系。西方左翼经济
学家把工业国和原料国之间的垂直型分工表述
为“中心－外围”关系，“即处于资本主义国际分
工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处于外围的发展
中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等价交换，使后者
只能依附于前者发展。后来他们又从外围国家
中分出了半外围国家，认为它们虽然通过接受跨
国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转移而具备了工业化的
潜力，但并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依附中心国家发

展的地位。”［２］

我国和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
处于半外围国家状况，大部分沿线发展中国家则
处于外围国家状况，大家都希望摆脱这种依附，

获得自主发展能力。对此我国提出，“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应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
深在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战略新兴产
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
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经济社会全局和
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它将使沿线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涌现一批掌
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开展高层次分
工合作的国际化企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进而在一
些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制造基地”，［３］从而
改变依附型的国际分工地位。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依附型的国际分工地位，

还需要有比较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
此，我国把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做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先行领域，把基础产业方面的互惠做为它
的重点领域，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赞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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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
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
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
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
础设施网络。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若
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城市，
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３］其中对
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建议它们延长产业
链，由粗加工向深加工发展，这不仅带来更多的
就业机会，创造出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效益，而且
把更多的技术、利润和税收留在当地，逐步改变
原料出口国的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人口约占世界
人口的７０％，它们改变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
依附，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严重
冲击。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秩序是国际经济旧
秩序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动摇了，国际经济旧
秩序统治世界经济的局面就会开裂。

二、“一带一路”是对不公正的
国际贸易秩序的否定

　　不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主要表现为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市场开放的不对等和国际
贸易活动的不平等。发达国家一方面逼迫发展
中国家开放工业品和服务品市场；另一方面却大
量使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标
准壁垒等措施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使用国家
安全审查等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自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９日开始的世界贸易组织持续近７
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就是由于美国等极少数发达
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方面的
苛刻要价而再次破裂。美国自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始
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协议”（ＴＰＰ）谈判，它不仅把
我国排除在外，还力图掏空东盟等亚洲区域合作
组织，使它们边缘化和分裂。因此，我国在把贸
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时，强调
的是投资贸易互利共赢。推动沿线各国实现贸
易投资政策协调，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
约数，建设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经济合作模
式。“在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
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
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
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在投资领域，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
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
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
境；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磋商，消除投资壁垒，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３］

与 ＴＰＰ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本身并不机
制化。习近平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
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在已有基础
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
互补。”［４］它不仅不会架空东盟、南亚次区域联
盟、海合会、欧亚经济联盟等沿线国家的区域合
作组织，反而以它们为平台，共同商建双边和多
边的自由贸易区。我国提出，“发挥上海合作组
织、中国－东盟‘１０＋１’、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
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
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
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３］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南南合
作”，它继续着“南南合作”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
秩序的挑战和冲击。同时它也是世界贸易组织
的正能量补充，例如我国提出：“沿线国家宜加强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
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
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
协定》生效和实施。”［３］

占全球贸易额２０％以上的“一带一路”区域
建立起公正的贸易新秩序，必将对世界其他区域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激励它
们团结起来变革整个国际贸易旧秩序。

三、“一带一路”是对不合理的
国际金融秩序的否定

　　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主要表现为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地位
不平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收益与风险的不平
衡。美国运用美元霸权，实施国际通胀政策。贸
易顺差国拿到不与黄金挂钩的美元后，只能再投
资于美国。而美国又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
法》，不准像我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企业投资其
基础产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不设限的主要是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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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结果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许多发展
中国家被“传染”。

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秩序，“我
国提出通过共同推动制订ＩＭＦ和世行改革方
案，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完善
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金
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推动完善国
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推进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
对稳定，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
融新秩序的主张。”［２］虽然世行与ＩＭＦ通过了相
应的股权和投票权比重的改革决定，但因美国国
会反对而受阻。特别是２０１０年ＩＭＦ董事会通过
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ＩＭＦ的份额增加一倍，
中国成为第三大成员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的份
额也跻身前十位。尽管美国依然保持超过１５％
的重大决策否决权，但美国参议院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１日仍然将它否决。该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决定
建立金砖银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建设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网。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撑。２０２０年
之前，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将达７０００多亿
美元，而沿线国家中有９个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３年９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１０月又提出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构想后，倡议筹建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
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资金融通，建设亚洲货币
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８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出资４００亿美
元成立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
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１２月２９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
册。丝路基金是我国的主权基金，对商业性股权
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具有比较大的引导作用，能
够引导它们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投资。我
国还倡议：“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
织银行联合体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
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
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
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
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
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同时，沿线国家

通过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
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
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
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
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
的交流合作机制。”［３］

由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不能取代其他全球
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因此它们仍然在现
行国际金融秩序下运行。但它们不是简单地服
从旧秩序，而是积极地修改其缺点，从而大大降
低旧秩序对沿线国家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人民币
区域化将对美元霸权产生不可低估的冲击。它
们还是一种创新机制，是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
部分质变，孕育着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因素—“一
带一路”区域金融新秩序。沿线国家经济总量约
占全球的３０％，区域金融新秩序形成后，必然对
整个国际金融旧秩序的变革发挥巨大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

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建立
区域经济新秩序

　　“一带一路”是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有力否
定，但不等于区域经济新秩序就能自动地建立起
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才能克服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阻碍，建立区域经济
新秩序。

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贯彻正确义利观，是
实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新秩序的灵魂。正确
义利观是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３年访问非洲时提出
的，是我国增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原
则，完全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习近平主
席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诚心诚意对待
沿线国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本着互利共
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
于我国发展。要实行包容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
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５］对沿线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穷国和小国，我们要兄弟般地平等相待；
对它们受到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
对待，我们要敢于“出头”，主持公道，为它们说
话；对它们的困难，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予以帮助。
我们不能把对它们的援助，看做是恩赐，也不能
简单看做是扶贫济困，而是为了增强它们的造血
机能，使它们尽快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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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它们的贸易，看做是单纯获利行为，也不应
有意追求贸易顺差。要积极向它们转移制造业，
帮助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早得利、多得利。
我们不能把对它们的投资，看做是利用廉价劳动
力和资源，决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新的
“中心－外围”关系。因此，除了纺织、食品、原材
料等加工业外，还要鼓励技术水平高的电力、交
通、装备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更要抵制
那种借“走出去”向沿线国家输出高污染企业的
做法。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我国的高污染
企业，应该在我国境内淘汰，不能再“梯度转移”
到沿线国家中去。我国当年“先污染后治理”的
教训，决不能在沿线国家中重演，否则就会是贪
小利而失大义。

２．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实现“一带
一路”区域经济新秩序的前提。习近平主席指
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
沿线国家的合唱”，［４］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因此我国把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列为五
大合作重点之首，“倡议沿线各国积极构建多层
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
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就经济发展
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
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
持。”［３］这不仅使“一带一路”建设有了重要保障，
也与旧国际经济秩序下那种以富欺贫、以强凌
弱，通过施加压力和干涉内政来达成贸易投资协
议的做法划清了界限。

３．把民心相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实现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基础。沿线
各国人民对“一带一路”合作的认同和支持，是这
个巨大工程得以进行的必备条件。现在国际经
济旧秩序的维护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歪
曲，也是为了挑拨沿线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关
系。沿线各国国情各异，经济政治状况错综复
杂，存在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担心乃至误
解。要消除这些担心和误解，关键还是做民众的
工作。何况对于刚刚起步、尚在探索中前行的

“一带一路”建设来说，文化交流等民心相通工
作，相对于其他“四通”来说也是最可操作的。

４．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分别施策，是实现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保障。例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运转，双方正在推动
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实现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有利于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的作用，我
国可以把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设施联通领域的
合作放在优先位置；欧亚经济联盟刚刚建立，我
国与它的合作则应主要放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
通领域。我国与俄罗斯已经进入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新阶段，又有二战以来形成的民心相通
基础，在基础设施和贸易领域可以比其他欧亚经
济联盟成员先行一步。同样，我国与巴基斯坦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全天候”级，政策沟
通和民心相通领域已经硕果累累，双方合作可以
在其他三个领域全面展开，“中巴经济走廊”就是
全面展开的第一步。又如，从产业上说，目前应
该把帮助沿线国家发展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
设施放在重要位置。交通等基础设施虽然投资
周期长，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民生改善，有利于
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大部分属于能够照顾双
边、多边利益的项目。少数项目即使没有经济回
报，却促进了民心相通，依然是收获远大于投入。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新秩序将为其他区域
作出榜样，激发全面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热情
和斗志，推动整个世界经济走向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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